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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罗尔斯倡导的 “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转向的启发下，哈德蒙对黑格尔和解概念的解读摒弃了

其形而上学前提和要素，转而从社会哲学的角度，阐发和解概念之于规整古今之争问题的重要含义，并由此碰

触到哲学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内在批判维度。伽达默尔和里德尔更为深入地从信仰和知识的宗教问题、客观精

神或历史领域的问题以及自然和历史概念的统一问题来把握和解概念之于古今之争问题的复杂蕴含。哈贝马斯

和霍耐特围绕 “后认知主义趋势”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化问题上的分歧，指向了古今之争问题在从康德哲学

到后康德哲学的演化中更高层次的重演。对和解概念的阐释既不能在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完全割裂开来的情况

下展开，也不能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要康德式哲学的还是要后康德式哲学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下进行。只有

把和解概念与古今之争问题关联起来加以阐发，才能超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态度，走出一条更具现实性的

理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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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Ｖｅｒｓｈｎｕｎｇ）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既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哲学概念，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被绑定在对黑格尔哲学之保守色彩的某种简单化理解之上，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得到理论上

的足够重视和有哲学增量的新型阐发。新实用主义的复兴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及其所激发的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之争，重新塑造了 “和解”概念的诠释空间，并使得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全面重估成为必要。一方面，

和解论题的重新阐释可以与后形而上学背景下的哲学观之争和所谓古今之争问题关联起来；另一方面，在和

解与决裂成为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之新视角的前提下，用黑格尔反对黑格尔的辩证策略又把论辩的焦

点掷回从康德哲学到后康德哲学的转化中涉及的现代性辩护方案，这些论争再次激活了内在批判的概念，提

供了切实继承 “和解”论题之哲学遗产的重要契机。

一

黑格尔对 “和解”的经典表述，分别出现在他的第一部著作 《精神现象学》和最后一部著作 《法哲学原

理》中：

和解这个词就是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着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它的对方中，亦即在作为绝对存在于其本身的个

别性的那种纯粹自身知识中，直观地认识到作为普遍本质的那种纯粹自身知识，———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相互承

认，也就是绝对的精神。①

３２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 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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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只把和解给予那些曾对和解有内在要求的人，这种要求驱使他们以概念来把握现实，并在实体性的东

西中同样取得主体的自由，甚至不把主体的自由保持在特殊和偶然的东西中，而是保持在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东西中。①

霍尔盖特 《黑格尔导论》“和解”条所引对应于黑格尔关于 “和解”的主要论述，皆关涉统一与和解、自由

与和解、宁静与和解以及与自我和解。② 所以，“和解”在黑格尔那里首先是个形而上学概念，而晚近从社会

哲学角度重构黑格尔的 “和解方案”，则首推米歇尔·哈德蒙的同名著作。

哈德蒙自谓他 “遵循的主导原则就是，避免使用黑格尔的专业词汇，尽可能少地依赖他的形而上学，以

我们能够理解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观点”③。哈德蒙把他的研究进路称作分析哲学的 （他自称是 “在分析哲学传

统中接受学术训练的”），但是他又明确地意识到，“和解通常并不会被分析哲学家看成一个重要的哲学研究

领域。事实上，在分析传统中，和解通常也不会被看成一个哲学问题”④，而哈德蒙自己则不但把和解当作一

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且致力于用分析哲学的方式处理和解问题。

理解哈德蒙的工作范式必须对他的哲学背景有所了解。从哲学史上说，虽然有 “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著名的 “对偶格言”（Ｄｏｐｐｌｅｓａｔｚ）为之 “背书”，或者说正因为有这个格言为

之 “背书”，黑格尔哲学中的 “和解”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哲学上的重视，至少是没有得到具有哲学增量的阐

明。从当代哲学的语境看，只是随着新实用主义的复兴和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型，以及例如罗尔斯、理查

德·伯恩斯坦和罗蒂等人的重新援引和阐发，“和解”概念才重新受到了哲学上的重视和关注，而与上述复

兴和转型几乎同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在把争论的焦点聚集在如何告别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把黑

格尔哲学重新推上了祭坛。

罗尔斯曾有这样一段表述：“政治哲学可以向我们表明，只要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恰当理解的话，我们所处

的社会世界中的那些制度都是合理的，从而据此可以抚慰我们面对社会世界而产生的挫败感与愤怒。”⑤ 这被

论者解读为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某种黑格尔要素。伯恩斯坦在一篇题为 《和解 ／决裂》的重要论文中明确认
为，“和解的承诺与实现是黑格尔哲学中最根本、最有力，而且也许是诱惑性的论题”⑥。但是他同时开始强

调黑格尔哲学中与 “和解”并列的 “决裂”面向。罗蒂在 《民主先于哲学》和 《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中阐发了一种黑格尔意味的、为富裕的北大西洋文明辩护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可谓 “哲学即

和解”论的当代最高版本。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这样一些 “异动”，使得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理论与历

史的视域来考察黑格尔的 “和解”概念，并将之关联到作为整个近代西方政治背景的古今之争的问题视域

中去。

就以分析哲学方式来处理和解议题而言，哈德蒙意识到罗尔斯至少在标志其思想转折的 《正义即公平：

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中已经提出：“哲学，作为对独立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秩序的真理的追求，就决不能

为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的正义概念提供有效的共同基础。”⑦ 按照罗蒂的解读，政治哲学的传统路径总是想发

掘 “民主的哲学基础”，而罗尔斯乐于 “停留在哲学意义上的表面”。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罗尔斯的 “转向”和罗蒂对此的发挥，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提出了和解论题在所

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意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把如何理解哲学的使命即致力于与现实和解的问题，转化成

了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哲学观———哲学为何和何为———的问题。

哈德蒙把黑格尔的和解论题理解为 “让黑格尔那个时代的人与现代社会世界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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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４页。
参见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丁三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④　 哈德蒙：《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解方案》，陈江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８、６页。
转引自哈德蒙：《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解方案》，陈江进译，第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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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①，并由此引出了和解方案的目标、谁获得和解、与什么取得和解以及和解方案的必要性、和解方案如

何展开与和解方案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姑且抛开诸多论证细节和内容，和解方案中有两个方面是特别值

得注意的，一是这个方案的 “内在批判”维度，二是这个方案背后所包含的调和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而这

两者又是 “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哈德蒙把人与社会世界达成和解的方案与另外两个更大的方案———人与作为总体的世界达成和解以及精

神与世界及其自身达成和解———分离开来，重点关注人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在这里，黑格尔所用的 “和

解”是一个专业词汇，指的是克服异化的过程，“它是克服自我同社会世界的分离与分裂的过程，也是克服

随之而来的自我内部的分离与分裂的过程”②。就这种和解方案是与另外两个更大的和解方案内在地联系在一

起的而言，可以说这种和解方案本身是包含内在批判之旨趣的。只不过如果我们要从黑格尔那里拯救出以形

而上学为背景甚至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和解论题中包含的 “内在批判”的合理内涵，就仍然需要面

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遗产的问题，以及所谓从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的问题。

哈德蒙同样触及了和解论题中包含的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本来，调和古今之争就是黑格尔哲学的题中

应有之义，只不过从和解论题入手这一点就更为显豁。极而言之，和解论题与调和古今之争本就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从字面上看，和解论题是指 “让那个时代的人与现代社会世界达成和解”，这个时代是指 １９
世纪。但是，黑格尔把与现代社会世界和解的内涵界定为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主体何以可能既是成熟的个体

又是成熟的社会成员，“当且仅当社会世界有可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个体性与社会成员身份，社会世界才是

家”③，哈德蒙认为 “社会世界成为家”中所包含的 “人们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个体性，这一观念很自然地与被

罗尔斯认为是与洛克相关的那种传统相一致”④。“这一传统能够赋予贡斯当所谓 ‘现代人的自由’，思想自由

和良心自由、人格和财产的基本权利以及法治以更大的分量”；而 “社会世界成为家”中所包含的 “有可能使人

们实现自身的个体性与社会成员身份，这一观念很自然地与罗尔斯所认为的、与卢梭相关的那种传统相一

致”⑤，从而可以认为，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世界和解的观念中包含着对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的调和。

之所以说和解方案中包含的内在批判维度与调和古今之争的维度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乃是指后者是

前者的规范内核，而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外壳。当然，内在与外在以及内在联系的表述本身都有形式化的嫌疑。

哈德蒙一开始就提出，“为了理解黑格尔问题的哲学力量，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他的具体观点”⑥。在内在与外

在、内在联系甚至内在批判这样的问题及其表述上，我们都必须深入每个哲学家内部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

而不是采取一种求同存异甚至以偏概全的简化策略。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由和解论题所引出的马克思与黑格

尔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从和解论题来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鉴于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世界中，反思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是一种 “纯粹主观的异化”，而马克思则认

为异化问题是客观的，从而就产生对于哲学在克服异化中的作用的两种不同理解，哈德蒙把马克思的和解方

案称作 “政治化的”和解方案，把黑格尔的方案称作 “哲学化的”和解方案。“马克思认为，革命将要到来，

而黑格尔认为，革命已经发生———１７８９年的法国大革命。他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黑格尔肯定了现代
社会世界是家这一命题，但马克思否认这一命题。”⑦ 有趣的是，哈德蒙认为，黑格尔并没有否认，“唯有必

要的客观社会条件恰到好处，理论才能促进和解”⑧，例如，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罗马世界不能产生共同体；

中世纪世界不允许个体性。在这些时代里，任何想要通过理论将人们与社会世界达成和解的尝试都是没有意

义的。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人们意识的转型，而是客观社会安排的转型”⑨。如果是这样，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

格尔、“政治化的”和解方案与 “哲学化的”和解方案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更为复杂也更有意思的问题了。

哈德蒙所采取的对待黑格尔文本的方式，尤其是和解论题的形而上学背景问题，在德国观念论学者中可

能比较容易引起争议，哈德蒙一方面说他的 “目标就是要把黑格尔表达得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去黑格尔的味

道”⑩，另一方面又说他的 “重构工作是希望让我们与黑格尔思想中的那些 ‘不同的东西’更易取得沟通，而

５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哈德蒙：《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解方案》，陈江进译，第 １、２、１３８、１３８、１３９、８、１５１、１５０、１５０、１０页，个别
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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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消除它们”①。虽然这两者其实是一个意思，但却表露出了哈德蒙意识到这其中的困局。只是哲学工作就

是在这种 “困局”中前进的，如果要突破困局前进，就只能采取这种方式———用哈德蒙自己的话来说，“如

果我们以和解而非自由为出发点，则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可以使我们从这一密闭循环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更

容易找到一个切入点来研究他的思想”②。

二

《科学时代的理性》之推荐语的作者弗雷德·多尔迈尔 （Ｆｒｅｄ Ｒ Ｄａｌｌｍａｙｒ）在指出和解主题在从柏拉图
到托马斯·莫尔的西方传统中遍布痕迹的基础上，仍然认为黑格尔是和解传统在近代最重要的代言人。③ 而在

现代德国哲学家中，伽达默尔引人注目地阐发了黑格尔的和解论题。伽达默尔一方面认为 “和解的奥妙是黑

格尔辩证法的秘密”④，这是因为 “异化是黑格尔的主要出发点……这就是黑格尔作为思想家给自己确定的任

务：通过哲学思维的力量，重新建立所有异化的和解”⑤，而他是通过 “在现代的立场上，从历史领域所展示

的完全不同的范围，扩展了希腊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的概念”而实现这一点的⑥，这指的是，继希腊形而上学

从自然中寻求理性之后，黑格尔试图阐释历史中的理性；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强调，黑格尔和解论题所包含的

“使自己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并不能用来支持对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保守的

和庸俗化的理解，“感到像在自己家里，决不包含成为已经流传下来的东西的盲目支持者。它恰好是为进行批

判，为在社会的生活和行动中设计新目标所需的自由奠定基础”⑦。在这里，伽达默尔谈到了在何种意义上才

能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继承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把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区分开来，把具体与普遍的辩证

法把握为自我意识辩证法的根本内核，这就能够在避免像黑格尔那样把 “对绝对的期望看作我们托付给哲学

的知识”的同时，捍卫哲学对现时代和既有权威的批判性。

正是从这个所谓 “继承人”的视角，伽达默尔提炼出了黑格尔哲学效应史学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信

仰和知识的宗教问题，二是客观精神或历史领域的问题，三是自然和历史概念的统一问题。⑧ 第一个问题之

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右派与黑格尔左派形成了主要的分歧，而这一切都根源于黑格

尔宣称他已经从哲学立场理解了基督教的真理，并已经将宗教信仰转换成了知识的形式，正是黑格尔哲学的

基督教性质问题成了黑格尔右派与黑格尔左派冲突的渊薮。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政治与宗教的

分裂和最真切的时代精神需求的紧张之中，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学说把哲学的社会使命与一种新的自由精神的

诞生关联在了一起。客观精神学说一方面批评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主义的局限性和抽象的内在道德的不可靠性，

另一方面指出了 “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的一种共同的和规范的现实才是我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生存的基础”⑨。

第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来说，存在着从宇宙中寻求理性与阐释历史中的理性

之间的贯通问题，“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持久并应该使自己像自然合理性那样之明了，这是一个大胆的主

题”⑩。从语境中的黑格尔哲学来说，这里既关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神正论问题，也关涉从黑格尔

到马克思的传统与革命的问题，而最终则关涉整个德国观念论传统的评价问题。

康德在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第五个命题中指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

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瑏瑡 曼弗雷德·里德尔把康德这种 “在权利思想中得到保证的

自由，而不是至善 （或者幸福和德性）的实现”的设想称作历史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向，其特点在于 “偏离

旧的神学和伦理—教育的历史思辨，转向现代市民社会及其历史”。瑏瑢 黑格尔正是沿着康德在历史哲学上所开

辟的这种非形而上学的神正论继续前进的。一方面，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界定为 “自由意识的进步”，黑格尔

与康德一样把进步辩证法作为其历史哲学的出发点，“进步的理论构成历史哲学的核心，自由理念则是这个理

６２

①

③

④

瑏瑡

瑏瑢

②　 哈德蒙：《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解方案》，陈江进译，第 １０、５页。
参见 Ｆｒｅｄ Ｒ Ｄａｌｌｍａｙｒ牞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牞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牶 Ｐａ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Ｓｃｈｏｏｌ牞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牶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１。

⑤⑥⑦⑧⑨⑩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第 ２９、２９、２９、４５、２３、２６、３０页。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 ８页。
里德尔：《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朱学平、黄钰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 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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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基准点和线索”①；另一方面，黑格尔克服了现代进步概念所导致的一系列二律背反，包括进步概念自身

中的二律背反，历史意义上的个体与类的二律背反，以及卢梭和康德的进步辩证法观念中的二律背反，从而

成为康德所引入历史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向的完成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不同于康德及 １８世纪的哲学家，
“一个普遍的照管权利的市民社会的理念不再是悬设，而是现代世界的现实性”，而 “在理性支配的未来与无

理性的过去之间并不存在一道鸿沟……进步的目标不在未来，而在当下”。② 如果说进步概念自身所包含的二

律背反是康德和黑格尔共同面对的古今之争问题的体现和折射，那么黑格尔形态的 “当下主义”也同样是对

古今之争问题的回应。里德尔由此比较了康德和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作为一种历史

符号，是虽未参加然而同情法国革命的公众的道德反应标志着人类向善改进的特性和能力，而在黑格尔看来，

“真正的历史符号乃是法国革命事件本身……黑格尔以这种方式将法国革命本身理解为历史符号和权利与自由

思想的现实化”③。里德尔从自我与时间的辩证关系揭橥黑格尔历史哲学之奥义，正是这种体系向历史的突

破，一笔勾销了康德的图式化问题，并使得康德将其适用于自然经验的那种联系和统一性在历史中也成为可

能，而在这种完成了的哥白尼式革命中，“自由的意识也就不再归结为单义的进步运动，而是归结为双义的进

步和回归的运动”④。

如果说在康德那里，政治哲学最终让位给了历史哲学，那么在黑格尔 “这个与法哲学体系结束和历史哲

学开端同时发生的运动的辩证法中，时间、概念与自由统一起来了。历史作为自由意识中的进步，就是对于

在现代宪法国家中得到实现的那种自由的辩护”⑤。在弄清历史哲学在其哲学体系中位置的前提下，再来看黑

格尔的法哲学在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地位，就能够清晰地把握到整部 《法哲学原理》“阐述了一部在革命的基

础上生长起来的非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的方案，其原理试图描绘和规定现代人的基础———他们的国家、社

会、家庭和个人，同时又不割断与古典传统的联系”⑥。所以，里德尔认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传统与革命

是携手同行的，而在 １８４０年后，时代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而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历史的了，由此才能理解
“马克思觉得自己既不是黑格尔的辩护士，也不是他的传人，而是他的批判性的战胜者”⑦。在里德尔看来，

马克思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彻底摆脱了经由革命改变了的政治形而上学传统”，“是 １９世纪黑格尔传承
中对法哲学所做的唯一的、有的地方在历史方面还相当深刻的、与黑格尔的论述处于同等水平的评论”。⑧

与伽达默尔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亦即自然和历史概念的统一问题最直接相关的，是里德尔在其著作的

第三篇论文 《自由法则与自然的统治》中所做的工作。里德尔以黑格尔在自然法的概念体系中辨析出的自然

与精神的对立为起点，进一步剖析了这种二元对立在霍布斯和卢梭那里发生的相对于希腊的自然与约定的二

分法的更深层次转化，从而深入到了古今之争最为内核的层面。霍布斯与超出人的意志之上的、支配着万物

的自然目的法则相决裂，卢梭把自由提升为合法性的原则，而 “康德通过将自然的立法与自由的立法、经验

的意志与 ‘自由的和纯粹的意志’彻底分离开来，为终结在卢梭那里尚且存在的自然法概念中的 ‘歧义’做

好了准备”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自然与自由的对立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体系安排和概念处理的

决定性意义。不过，在里德尔看来，黑格尔并未在 《法哲学原理》中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

题，而是在新的层次上重新遇到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集中于自由意志领域的概念运动已经蓄势待发，准

备转变为一种社会的运动法则，这种运动法则的基础不是作为概念之前提的自由，而是自然——— ‘不平等的

要素’”⑩。里德尔认为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概念的辩证起源达到了它的界限，亦即 “马克思想要

通过把这种辩证法 ‘唯物主义地颠倒’为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而加以超越的那种界限”瑏瑡。

里德尔在处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个经典问题上的立场，让我们想起哈贝马斯在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

三讲 《三种视角：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中所讨论过的以约书亚·里特尔为代表的黑格尔右派的

那种相映成趣的取向。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左派倾向于实践和革命。他们试图把历史上积累起来并等着

释放的理性潜能动员起来，反对曲解理性，反对市民社会的片面合理化。黑格尔右派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

７２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瑏瑡　 里德尔：《在传统与革命之间：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朱学平、黄钰洲译，第 ２２９、２３８、２４１ 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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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国家和宗教可以消除市民社会的动乱，只要引发动乱的革命意识的主体性屈从于对现存合理性的客观认

识”①。哈贝马斯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新保守主义对实践哲学的回应，他尤其关注法西斯主义结束之后以里特尔

为代表的黑格尔右派之重新抬头。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这种黑格尔右派以 “一种迥然不同的论证方式为把

社会现代性的肯定立场与发生贬值的文化现代性联系起来创造了基础”②。这里所谓的 “肯定立场”是指，通

过把现代性与它从中获得自我理解的时间意识区分开来，就得出了它可以摆脱历史传统而发挥出自身的进化

动力；所谓 “贬值”是指，民众将离开破碎传统的抑制作用，并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绝对服从经济和行

政的命令。两者结合的后果就是，这种以新保守主义面貌出现的黑格尔右派 “遮蔽了以未来为取向的时间意

识的光芒，把一切没有直接进入现代化动力漩涡当中的文化收集起来，放入回忆的视角当中加以保护”③。从

哈贝马斯偏向于黑格尔左派的立场来看，这种否定了道德普遍主义的建构权利和批判权利的传统主义显然是

不能令人满意的。哈贝马斯的论证策略是，在证明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框架的尼采也无法走出主体哲学之

后，转而返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也就是回到交往理性的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

辩证法。

与精神气质为黑格尔右派的新保守主义和归宗于尼采的青年保守主义斗争是哈贝马斯的毕生志业。这不

但关系到如何从政治哲学上理解从波恩共和国到柏林共和国的转变，而且关联到一种萦绕在哈贝马斯哲学中

的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调停。有意思的是，在晚近出现的黑格尔诠释的右派转型中，恰恰是曾经作为哈贝

马斯学生和助手的霍耐特对于其老师的黑格尔左派路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

霍耐特的三部著作 《为承认而斗争》《不确定性之痛》和 《自由的权利》都是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

入研究而撰就的。当然，《法哲学原理》对于霍耐特来说，并不是一种狭义的哲学史研究对象。在 《为承认

而斗争》开篇，霍耐特就引用里特尔的研究，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目标就是要把现代自由学说与古代政治

思想，也就是要把道德与伦理协调起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指出康德的个人自主概念在理论层面上早就

是一个社会现实的历史有效因素，从而克服其中纯粹的应然要求特征。用霍耐特在 《不确定性之痛》中的话

来说，他的工作是要把黑格尔的法哲学再现实化，这在方法论上要求在不借助实质性的国家概念或者逻辑学

的推演过程的情况下富有成效地解释这本书的目的，目标是勾勒出一个相互承认的规范理论领域，具体包括

三个步骤，一是把 “普遍的自由意志”的理念规定了我们所说的 “法”的全部范围解释为正义理论的核心，

二是把 “抽象法”和 “道德”是个人自由的两个不完整的规定理解为 《法哲学原理》的独特内核，三是阐释

使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一切社会领域都必须满足的 “伦理”概念及其复合条件。霍耐特的集大成之作 《自由

的权利》则摒弃了之前使用的 “交往自由”，而改用 “社会自由”来讨论潜在于伦理阶段中的自由意识。如

霍耐特自己所承认，这种取向受到了哈德蒙和诺伊豪瑟从和解方案与社会自由等观点来解读 《法哲学原理》

的影响。

如果说哈德蒙把和解作为主题来组织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是因为和解的观念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起到了重

大作用，黑格尔把和解当作一般哲学的头号目标，从而哲学要通过证明世界的合理性来使我们与之和解，那

么在诺伊豪瑟那种把社会自由作为黑格尔理论中核心的规范性概念的路径看来，“面对现代社会秩序为什么值

得让我们与它和解这个规范性问题，黑格尔答案的核心要素就是社会自由”④。就此而言，在解读 《法哲学原

理》上的和解方案和社会自由方案乃是互补的。

哈贝马斯无疑洞察到了当代黑格尔诠释中的这种右派转型，在 《自由的权利》一书的封底上，赫然出现

了哈贝马斯的评价：“霍耐特为了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纲领作新的调整，把历史的脚步从马克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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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６５、８２、８５页。
诺伊豪瑟：《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基础：积极自由》，张寅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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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黑格尔。”① 从这个角度，则可以把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解读为代表一种新的

“左派黑格尔主义”，而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解读为代表 “右派黑格尔主义”的重新诞生。哈贝马斯首先通过

把卢卡奇和韦伯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一种区分为 “生活世界”与 “系统”的 “两阶段社会构想”，从而捍卫

其对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然后回到耶拿时期的青年黑格尔，试图借助后者的主体间主义原则重建康德的道

德普遍主义，“将理想性的言谈情境，透过审议式民主的构想，落实在当代民主法治国的构想之中，以对抗系

统的宰制。从而最终得以使当代的社会发展，能从实证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观点，重回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

进行否定性批判的批判社会学观点”②。不过，从霍耐特对哈贝马斯的批评和哈贝马斯晚年的理论关切来看，

与其说这里的调停是发生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还不如说是发生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在其九十寿庆演说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中，哈贝马斯再度回到他早在 １９８６年就已经在 《道

德与伦理生活：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是否适用于商谈伦理学？》中讨论过的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问题。哈

贝马斯在早先的论文中，把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概括为对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纯粹应然的无能

以及纯粹良心之恐怖主义的指认，对这四种指责，哈贝马斯分别通过引入共识建构的实践讨论规则以及在商

谈伦理学中区分证成规则与应用规则加以回应。在哈贝马斯看来，“一旦康德的自律伦理学能透过他的对话伦

理学加以改造，那么黑格尔以伦理性批判康德道德性的观点，就不再有效了”③。相对于商谈伦理学范式转移

阶段的自我澄清，九十寿庆演说处理的问题则要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哈贝马斯在这里要面对霍耐特把黑格尔

的伦理生活学说诠释成足以取代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的另一种正义理论之冲击。哈贝马斯把新的批判理论中

出现的这种现象称作 “后认知主义趋势”，而倡导上述所谓社会自由取径的霍耐特正是这种趋势的最重要代

表人物。

对哈贝马斯来说，正如其在九十寿庆演说第二部分指出的，重要的是分别从参与者和观察者两种不同的

视角，来定位康德和黑格尔对于道德与伦理生活之关系的观点，“康德采取的是一种参与者的视角，他要证明

哪个规范是有效的，并且把这规范运用于一个既定的冲突，而黑格尔则又把自己拉回到理论观察者的角色；

也就是说，他要在一个规范的视角下面判断一个实存共同体的伦理构成……从这种改变了的视角出发，黑格

尔提出了一个与康德所提出的全然不同的问题。他所关注的不是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共同体之成功的社会

整合的条件”④。这种区分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从天意的视角和伦理的视角对战争的

两种不同的辩护，前者是从神正论出发为过去的战争辩护，后者是从实践出发为当前的战争辩护。相对于容

易把规范的道德正当性与社会效力混淆在一起、从而使个人的自主性被超个人的客观精神取代的黑格尔的伦

理生活学说，哈贝马斯在他的晚年定论中再度回到他的交往共识论转型后的康德范式，“正因为哈贝马斯始终

保留有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他始终也维持一种左派黑格尔的立场”⑤。

对霍耐特来说，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对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生活的区分，可以看作是对消极自

由、反思自由与社会自由之定在的法权体系分析。《自由的权利》就是按照这样的架构展开霍耐特所谓对于

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的。根据 《不确定性之痛》中的表述，这种再现实化所针对的是关于 《法哲学原

理》的规范性和方法论上的两种观点，前者认为 《法哲学原理》“有意无意地得出某种反民主的结论”⑥，后

者主张只有把 《法哲学原理》所提出的论证步骤重新与 《逻辑学》的对应部分联系起来，它们才能得到恰当

的理解和判断。《自由的权利》则把矛头对准了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社会自由概念，这种概念仍然游荡在先

验主义和机制主义之间、有效性的观念论与社会理论之间，“他们最终缺乏取得历史具体性的决心，未能从共

同体的伦理生活中，看出自我与他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达致彼此之间都能相互地进行自主决定的过程”⑦。

在某种程度上，霍耐特向哈贝马斯提出的挑战并不新鲜。与哈贝马斯亦师亦友的韦尔默早在 《伦理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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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⑥

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封底。
③⑤⑦　 林远泽：《批判理论与儒学的当代对话》，台北：政大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第 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３０页。
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姜锋校，《哲学分析》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霍耐特：《不确定性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王晓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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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就批评哈贝马斯把商谈所预设的理想言谈情境作为衡量生活形式是否合理的尺度，而认为历史的

生活形式是出于文化信任的实践、认同的构想、态度与解释模式而呈现的一种独特的融合，社会生活的整体

不能以商谈伦理学提供的尺度来加以评价。这就似乎已经呈示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以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批判

康德的道德性的某种苗头。这种趋势更集中体现在韦尔默在介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时所提出的 “民主

的伦理生活形式”这个表述中，这个概念是通过黑格尔与托克维尔的互释而得出的，而且从字面上就可以看

出它与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概念的承继关系。①

哈贝马斯在回应韦尔默的批评时，把商谈伦理学明确为仅仅是一种程序性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这一点反

过来影响到韦尔默即使在提出了 “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概念后，也仍然将其确定为一种 “形式上的”或

“程序性的”伦理生活观念，但是霍耐特却受到韦尔默批评哈贝马斯的启发和鼓舞，反对将商谈伦理学视作

只是纯粹程序性的伦理。在霍耐特看来，如果坚持商谈伦理学不但对于良善生活观念具有中立性，而且对于

正义问题也是中立的，那么商谈伦理学将要面对在商谈预设的规范内涵之理论定位上的表里不一，一方面赋

予商谈程序的证成以一种准先验的基础，另一方面却无法赋予这种程序之社会条件的判断以一种准先验的基

础。霍耐特认为，这也是哈贝马斯最后只能放弃商谈伦理学的道德规范、而走向以法哲学的外在规范来确保

共识建构的理性力量能发挥作用的原因。②

在 《去先验化之路：从康德到黑格尔》中，哈贝马斯一方面承认，黑格尔一直期望哲学能够帮助现代人

与他们被物化的内在自然和被征服的外在自然之间实现和解，并克服个体与社会的疏离，另一方面又认为，

黑格尔之所以让主观精神从属于客观的伦理生活，只是基于从所有人的平等自由的标准来衡量，制度已经采

取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对于所谓黑格尔右派，哈贝马斯仍然批评在一种自我奠基的文化架构中主体在结构上

负担过重，而 “如果人们在简单的道德行动中已经需要减负了，那么对于一种提升到政治层面的、道德上的

自我指涉行动而言就更是如此了”③。与之形成某种对照，在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中，哈贝马斯实

际上接过了以霍耐特为代表的黑格尔右派转向所抛过来的球，“哪里缺少共同的文化背景，哪里的国家公民的

平等地位，亦即法律包容的 ‘道德’，就要求有政治文化容纳的 ‘伦理生活’的补充，也就是促成所有人都

可能参与的相应扩展了的政治文化上的自我理解。随着这种建构性转向，‘伦理生活’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

化。一种围绕已得到正式确保的对于政治包容的基本权利主张而非正式形成的政治文化，不再是以一种历史

地成长的氛围的形式存在了；相反，它必须———这是新的地方———是结晶而成的，但不能借助于法律的行政

的手段而促成”④。

如果我们适当地跳出所谓 “后认知主义趋势”在哈贝马斯和他的后学之间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辩，而回到

德国观念论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论逻辑的视野，那么罗伯特·皮平关于从康德哲学向后康德哲学转化的诸

多涉及现代性辩护的论述，或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黑格尔的和解方案与 “古今之争”问题，因为康德

与后康德之辩实际上是 “古今之争”问题的一个升级版。皮平明确指出，“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以最为明显

的方式使人想到，自我决定的主体性问题的出现，何以给它带来了和解的辩证法问题，或者说，何以带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对独立之要求的结果已达到或获得的依赖性概念”⑤。无独有偶，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仍然是

皮平阐发他的康德与后康德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背景，他一方面肯定，“哈贝马斯的这种交往活动的一般理

论，旨在勾勒出介于困扰着后康德传统的两种选择之间的一种中间立场。他常常将此描述为一方是 ‘纯粹的

先验主义’，另一方是 ‘纯粹的历史主义’之间的摇摆”⑥，另一方面，就黑格尔哲学而言，皮平认为，“哈贝

马斯和其他人将极度非道德或宏大叙事归咎于黑格尔的观念论是正确的，但他们对黑格尔所说的 ‘消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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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应奇：《从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到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收入应奇：《当代政治哲学十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参见林远泽：《批判理论与儒学的当代对话》，第 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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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姜锋校，《哲学分析》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 ２４９页。
皮平：《现代主义观念论：黑格尔式变奏》，郭东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第 １９６ 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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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主体性理论的攻讦却误导了这种宏大叙事的根源”①。皮平批评哈贝马斯严重低估了黑格尔吸收康德的

程度，从而夸大了他对康德的批评。而之所以说康德与后康德之辩实际上是 “古今之争”问题的一个升级

版，则是因为如皮平所言，一方面，“后康德哲学的故事是一个全面从理性独立性的主张中退却的故事”②，

另一方面，“‘黑格尔之后’的自主性决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神圣的自足，而应 ‘辩证地’理解为认识到无论什

么依赖或有限性 （根据法律、其他主体或历史），最终都算是决定性的一个条件”③。

整整一百二十年前，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在 《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一书的结论

中写道：“必须把外在的、死的东西从活的和有生命的成分筛分出来，批判地研究黑格尔。近世的意识不能像

五十年前一样，把黑格尔的哲学全部接受过来，或全部加以摈斥。近世的意识对于黑格尔所处的情境正是罗

马的诗人对他的妻所处的情境：有你，我不能生活，没有你，我也不能生活。”④ 可以用 “和解”概念来置换

克罗齐这里所说的 “罗马诗人的妻”：黑格尔哲学不能没有和解概念，但是和解概念也不应该成为黑格尔哲

学的 “负资产”。本文之前的援引和阐释，旨在超越克罗齐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之间做出的僵

硬的二元区分，这就正如对和解概念的阐释既不能在把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完全割裂开来的情况下展开，也

不能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要康德式哲学的还是要后康德式哲学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下进行。只有把具有沉

重哲学包袱的和解概念与具有永恒活力的古今之争问题关联起来加以阐发，才能走出一条有现实前景的理论

道路。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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